
 

教育对城乡劳动力转移的影响及其机制

谭华清1，周    羿2，赵    波3，魏    旭4

（1.  北京大学 光华管理学院，北京 100871；2.  北京大学 社会研究中心，北京 100871；

3.  北京大学 国家发展研究院，北京 100871；4.  中央财经大学 金融学院，北京 100081）

摘   要：劳 动 力 的 空 间 自 由 流 动 是 一 个 国 家 长 期 经 济 增 长 的 重 要 推 动 力 。 对 中 国 而 言 ， 自

1978 年以来，近 40 年经济持续高速增长背后的机制是成万上亿的农村劳动力流向城市部门的宏大

变迁。随着中国劳动力增量的逐步下降甚至为负，如何盘活农村剩余劳动力促进城乡之间劳动力的

流动是我国目前面临的重要挑战。文章基于中国居民收入调查数据库（CHIPS2002 和 CHIPS2013），

从教育的外部性视角系统分析了农村地区教育程度的提高是否会促进当地农民外出就业。研究发

现，平均教育程度的增加对外出就业存在两种相反的作用力。首先，农村地区平均教育程度的提高

会促进当地企业的发展，进而抑制当地农民外出；另一方面，当地平均教育程度的提高会增强农民

工社会网络对农民工外出就业的促进作用，进而促进当地农民外出就业。因此，农村地区平均教育

程度对外出就业的影响取决于当地企业的发展水平以及当地的农民工社会网络的强弱。文章最后

使用工具变量法等稳健性检验的结果也支持了上述研究发现。文章的政策含义是：农村地区的发展

政策可能也要因地制宜。对当地企业发达或有潜力发展乡镇企业的地区，可能提高农村教育和相关

技能培训，鼓励农民回乡创业更好；而对其他地区，可以完善农村社会网络，增强乡民联系，以更好

地促进农民外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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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劳动力的空间自由流动是一个国家长期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对发展中国家，劳动力

的空间流动主要表现为农村到城市的劳动力流动。这种城乡劳动力转移是劳动力面对城乡

间工资差异所做出的理性反应，是资源优化配置的基本要义。有大量研究从理论和经验证据

上 表 明 ， 城 乡 间 的 劳 动 力 转 移 能 提 高 整 个 经 济 体 的 运 作 效 率 （ Lewis， 1954； Harris 和 Todaro，

1970）。

对中国而言，自 1978 年以来，近 40 年经济持续高速增长背后的机制是成万上亿的农村劳动

力流向城市部门的宏大变迁（Chen 和 Song，2014）。根据国家统计局估计，截至 2014 年，中国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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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总规模达到 2.74 亿。①根据 Brandt 和 Zhu（2010）的估计，过去 30 年的城乡劳动力转移至少加快

了中国全要素生产率超过 1 个百分点的增速。因而，理解中国的城乡劳动力转移是理解中国经

济转型的一个重要切入点。

然而，当前中国的劳动力市场存在一个显著的矛盾。即一方面，城市劳动力市场出现了低技

能劳动力的短缺（Knight 等，2011）。根据国家统计局《2014 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自

2010 年以来，中国新增农民工劳动力的增速开始逐年下降。但是另一方面，很多研究表明农村地

区还存在大量的剩余劳动力（Yao 和 Zhang，2010）。这表明经济体中还存在着明显的制度性障碍

阻碍着农民工流动。在中国，农民工很难像拥有城市户口的居民那样获得足够的社会保障资源

比如失业保险、医疗保障和退休养老保障。在部分地区，农民工子女很难进入城市的公立学校系

统接受教育。另外，对农民工而言，来自地区间的或不同行业间的信息的摩擦仍然比较严重

（Huang，2004）。

通常而言，以教育为主要代表的人力资本是农民工克服上述障碍的最关键变量（Stalk，

1994）。所以，教育对促进农民外出就业有着重要作用（赵耀辉，1997）。但是，以往关注教育对农

民外出就业的文献更多的是研究农民自身教育程度对其外出就业的影响，即自身教育程度的提

高是否会提高其外出就业的概率和成功率。但是，事实上教育具有很强的外部性。由于人都生

活在一个社会网络中，自己的教育程度的提高会影响其他人；当然反过来，其他人的教育程度的

提高也会影响自己。本文就试图研究教育的外部性对农村地区劳动力外出就业的影响。

有关教育外部性对当地农民外出就业影响的研究文献非常少。Liu（2008）是少有的一篇关

心这类问题的文献。他发现，农村地区平均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会阻碍当地农民外出。但是这篇

文章并没有探讨教育的这种外部性的作用机制。

本文的贡献在于详细分析了教育的外部性对农村地区劳动力外出就业的影响机制。

本文以中国居民收入调查数据库 2002（CHIPS2002）为基础数据，考察了教育的外部性对城

乡劳动力转移的影响。本文运用农村地区当地平均受教育程度来作为衡量教育外部性中教育的

代理变量。事实上，我们发现，当地平均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对农民外出就业存在两种相反的作用

力。首先，当地平均受教育程度的提高意味着当地人力资本的提高，根据经济发展理论，当地人

力资本的提高会有助于当地企业的发展，提高当地劳动力在当地企业的就业份额，进而抑制当

地农民外出就业。这是当地平均受教育程度提高对农民外出就业的负向作用力。

其次，当地平均教育程度会通过增强当地农民工社会网络对当地农民的外出的正向作用从

而促进当地农民外出就业。农民工的社会网络有着克服城乡劳动力转移过程中所存在的制度障

碍和信息摩擦的非正式的重要机制。比如说，如果农民工失去了工作，由于没有城市户口，他很

难得到当地政府的失业救助。不过他可能会通过农民工社会网络获得短期生活上的或者物质上

的帮助。与此同时，由于农民工很难通过城市的人才市场等正规的招聘渠道就业，所以农民工社

会网络还是农民工获得就业信息的重要来源。而当地平均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会增强农民工社会

网络的上述作用。当地平均受教育程度的提高意味着农民工社会网络中有更高教育的农民工的

比例较高，这些人对其他农民工的帮助更大。另一方面，当地平均受教育程度高也意味着，其他

农民的平均水平较高，在受到社会网络的同等帮助的情况下表现更好。这就是平均受教育程度

提高对当地农民外出就业的正向作用力。最终，当地平均受教育程度对农民外出就业的总的影

响取决于当地企业的发展水平和农民工社会网络的大小。

整个逻辑可以用图 1 形象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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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可能的样本依赖问题，我们用中国居民收入调查数据库 2013（CHIP2013）做了稳健性

检验。考虑到潜在的内生性问题，我们用离村庄最近的“完小”的距离作为当地平均受教育年限

的工具变量。①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检验了之前的结果。上述检验都表明我们之前的结果是稳

健的。

文章第二部分为理论假说；第三部分为数据和实证策略；第四部分为回归结果；第五部分为

稳健性检验；最后是结论。

二、理论假说

（一）基本模型。我们引入一个简单的理论框架，该框架扩展了 Todaro（1969）和 Zhao（1997）

所提出的城乡劳动力转移的模型。我们的扩展主要体现在：将农民工社会网络和社区层面的教

育引入模型。和传统的人口迁徙模型一样（Todaro，1969），我们也假设外出就业的净回报是城乡

劳动力转移的主要驱动因素。事实上，从 1984 年以来，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一直在扩大（李实和

罗楚亮，2007）。本文定义外出就业的净回报 V 为 V=R−C，其中 R 是外出务工的收益，即城乡工资

差距；C 是外出就业的成本，这一成本包括物质上的成本和心理上成本等。由此，城乡工资差距

可定义为：

R = p (k, f )×Uw−Rw （1）

其中：Uw 是城市地区的工资水平，Rw 是农村地区的保留工资（等于务农收入和当地非农就业所

取得的工资的加权平均），p 等于农村劳动力在城市就业的概率（Todaro，1969）。考虑到农民工在

获取信息上的异质性，我们假设 p 是农民工社会网络 k 和信息摩擦的函数 f。一个合理的假设

是，农民工在城市就业的概率会随着其拥有的农民工社会网络的增多而增加，也会随着他所面

临的信息的摩擦减少而增加。这意味着，pk（k，f）>0 和 pf（k，f）<0。我们还假设，对面临较多信息摩

擦的农民工而言，农民工社会网络的作用对他更重要，也就是说， pkf（k，f）>0。

与此同时，外出就业的成本 C 也与农民工的社会网络有关。我们可以认为，社会网络越多的

农民的成本越低，即 Ck（k，f）<0，类似地有，Ckf（k，f）<0。

（二）当地教育程度与农民的就业选择。当地就业环境和农民工社会网络是联系当地平均受

教育程度和城乡劳动力转移的重要途径。于是，我们通过二者将当地平均受教育程度（e）引入劳

动力流动模型。

首先，当地平均受教育程度会与除教育因素之外的当地就业环境（d）相互作用，通过提高了

农村地区的工资而阻碍城乡劳动力转移，即 Rw（e，d）。平均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会增加农民在农

平均受教育程度
提高

当地企业就业
的吸引力

农民工社会网
络的作用

农民外出就业

提高

增强

抑制

促进

总效应不确定

图 1    当地平均教育程度对农民外出就业的影响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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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完小”是指那些具有 1-6 年级的小学，在农村地区，受限于师资、经费，很多村没有小学 5-6 年级，在样本中，38% 左右的村庄没有“完小”。

•  68  •



村的保留工资，即 Rwe>0。同时，有文献指出（Doms 等，2010）平均受教育程度与当地的创业活动

正相关，这意味着 Rwed>0。这可能是 Liu（2008）发现平均受教育程度提高阻碍了农民外出就业的

主要原因。本文用当地企业就业份额作为当地就业环境的代理变量。

其次，社会网络对城乡劳动力影响的作用（k）取决于社会网络中的人数（比例）和当地平均受

教育程度，即 k=k（s，e）。更大的社会网络或更高的当地受教育程度会增强农民工社会网络的作

用，即 ks（s，e）>0 和 ke（s，e）>0。而且可以假设，更高的受教育程度意味着社会网络的作用更大，即

kes（s，e）>0。这是因为如果外出就业的这些人的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他们在城市劳动力市场的表

现会更好，获取城市信息的能力更高（Stalker，1994；Poot，1996）。所以，可以更好地帮助老乡来城

市务工或经商。另外，当地平均受教育程度对当地没有外出经历的农民也有影响。如果没有外

出经历的农民的受教育程度较高，一方面他们对来自农民工社会网络的信息的理解和反映能力

更强，考虑到农村聚居的特点，农民之间的信息的分享和处理效率更高，所以当地会有更多的农

民外出。这样扩展后的模型为：

V = p (k (s,e) , f )×Uw−Rw (d (e))−C (k (s,e) , f ) （2）

如果 V>0，则农民选择外出就业；否则，他会留在农村。在此模型框架下，我们得到当地平均

受教育程度对城乡劳动力转移的影响有：

∂V
∂e
= Uw×pk (k, f )ke (s,e)−Rwe (d,e)−Ck (k (s,e) , f )ke (s,e) （3）

同时，我们也看到：

∂V
∂e∂d

= −Rwed (d,e) < 0 （4）

所以，当地平均受教育程度阻碍农民外出就业的作用还会因为当地就业环境变好而得到增

强。如果我们用当地企业就业份额作为当地就业环境的代理变量，则我们可以提出假说 1：平均

受教育程度会通过提高当地企业就业份额而抑制当地农民外出就业；从模型中我们还注意到：

∂V
∂e∂s

= wu×pk (k, f )kes (s,e)−Ck (k (s,e) , f )kes (s,e) > 0 （5）

也即：农民工的社会网络越强，则平均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对增加农民外出就业概率的效果

越大，于是我们提出假说 2：平均受教育程度通过提高农民工社会网络的作用而倾向于提高居民

外出就业的概率。
∂V
∂e

所以，平均受教育程度是否会提高农民外出就业的概率取决于 的符号，具体来说，取决于

当地平均受教育程度及其与当地农民工社会网络和当地就业环境的互动的情况。如果社会网络

较强而当地就业环境较差，那么可以预料，Rwe（d，e）的阻碍作用较小，而 Uw ×pk（k， f）ke（s，e）和

Ck（k（s，e），f）ke（s，e）对外出就业的促进作用较强，那么可以看到，当地平均受教育程度会提高农民

外出就业的概率。相反，如果当地企业发展较好，而农民工的社会网络较小，则当地平均受教育

程度的提高最终可能会降低农民工外出就业的概率。

三、数据与实证策略

（一）数据。本文使用 CHIPS2002 年农村住户调查数据。该数据包含了个人信息、家户信息

和村庄（社区）的信息。个人信息包括被访者的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就业状态、工

作的行业、职业和工资等。家庭信息包括家庭的承包土地面积，家庭的收入和消费和支出和金融

资产等。而对村庄层面，问卷搜集了村庄的是否远离城市、村庄通电、通路、通电话的时间、村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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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力的就业结构等信息。依照前人文献的做法（Liu，2008），我们也只关注那些完整地报告了年

龄、受教育程度、性别和就业情况等信息的 16−60 岁的农村居民，并且还删除了那些全职学生，退

休的和有残疾或重大疾病的农村居民。最后本文的样本量达到了 21 549 个。这些样本分布在中

国 20 个省和 2 个直辖市中的 122 个县 954 个村。

如何定义外出务工人员和当地非农就业人员是本文数据处理的核心。CHIPS2002 并没有直

接询问农村劳动力是否在外工作或寻找三个月以上的工作。我们使用“你是否在 2002 年获得在

外工作的工资”这一问题的回答作为替代变量。我们将当年在外工作获得收入的农村劳动力定

义为外出就业者（农民工）。①相对应地，我们将当年没有在外获得收入的定义为农村就业者（农

民）。农村就业者又包括农业劳动者和农村非农就业。本文把没有在外工作获得工资的人、但是

在本村非农企业或非企业组织获得收入的人归类为农村非农就业劳动者。平均受教育程度等于

县级层面所有农村劳动力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当地企业就业份额是每个县的农民在本县企业就

业的数量除以所有样本中所有农民的劳动力的数量。表 1 概括了我们将要使用的变量的定义及

其基本统计学特征。

（二）实证策略。本文采用标准的 logistics 回归模型（Zhao，1999；Liu，2008）。我们假设，农民

通过选择是否外出就业来最大化其预期效用。在此假设下，农民的个人特征及其家庭特征和所

属社区特征都会影响到农民的外出选择。遵循以往文献的做法，我们设农民外出就业获得效用

的净现值形式为 y*，它满足：

y∗ = B′X+u （6）

其中：X 包含了所有控制变量，它们通过影响外出的预期效用来影响农民的决策。U 服从均值为

表 1    变量的定义及描述性统计

变量 定义 均值 标准差

外出就业 通过在外工作获得工资为 1，其余为 0 0.170 0.376

外出就业 2 通过在外工作获得工资为 1（外出就业），从事农村非农就业为 2（当地非农），其余为 0 0.534 0.783

平均受教育（年） 县级层面的平均受教育程度（排除个人的教育年限） 7.23 0.860

教育年限 受教育时间长度（年） 7.276 2.678

年龄 年龄大小 37.11 11.97

性别 男性劳动力为 1，女性为 0 0.550 0.498

结婚 已婚等于 1，其余为 0 0.777 0.417

工作天数 全年非农工作的天数 187.8 108.64

家庭规模 家庭人口数目 4.48 1.37

家庭田地面积 家庭田地面积（亩） 2.69 3.88

家庭资产 家庭 2002 年末金融总资产（万元） 0.745 1.21

离县城的距离 本村离最近县城的距离（公里） 23.563 18.987

通电话的时间
本村通电话的时间：（1） 1969 年以前； （2） 1970−1979 年； （3）1980−1989 年；

（4）1990−1998 年； （5）1999 年以后； （6）一直没有通电话
3.342 1.508

人口规模（对数） 1998 年末本村总人口数目 7.34 0.627

当地企业就业份额 当地企业就业的劳动力占全县农村劳动力的比重（%） 0.053 0.093

社会网络 同一村内 2002 年以前有过外出就业经历的人数除以该村的劳动力数目 0.159 0.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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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这一变量忽略了在外失业的农民工，但是这个问题并不严重。Meng（2000）发现，借助社会网络的帮助，超过 70% 的农民工在出去打工

之前就已经获得了工作的保证。根据本文对农民工的定义，我们把在其他地区乡镇企业的就业也算作外出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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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方差为 1 的标准 logistics 分布。净现值本身是观测不到的，我们能够观测到的是农民的决策 y：

外出（y=1）还是不外出（y=0），也就是，当，y*>0，y=1，否则，y=0。

而是否外出的 Logit 模型为：

Prob (y = 1) =
eB′X

1+ eB′X
（7）

X 包含了反映教育外部性的变量：全县农村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本文还考虑了农民可

能面临三个就业选择的情况：外出就业，留在农村当农民，留在农村非农就业。因此，我们还使用

了标准的 Multinomial logit 模型展开分析，也即：

Prob (M = 1) =
eB′j X∑2
k=0 eB′k X

（8）

其中：M=1 表示农民选择外出就业，M=2 表示农民选择农村的非农就业，M=0 表示农民选择留在

农村务农。

我们主要关心的是对当地受教育程度变量和相关交乘项变量的系数。为了尽可能避免内

生性问题，我们首先加入了反映社区特征的控制变量，包括社区的经济结构。另外，我们将采用

工具变量的方法对模型作重新估计，以检验讨论结果的稳健性。

四、回归结果

（一）当地就业环境和平均受教育程度对外出就业的影响。我们这里首先考察假说 1：平均

受教育程度会通过提高当地企业的就业份额而抑制了当地农民外出就业。

表 2 报告了基于当地平均受教育水平中位数分组回归估计的当地企业就业份额对农民工

外出就业的影响。表 2 的第 1、2 列分别报告的是高平均教育地区和低平均教育地区的 Logit 估

计的边际效应，第 3、4 列报告的是高平均教育地区的 Mlogit 估计的 Odds ratio，第 5、6 列报告的

是低教育地区的 Mlogit 估计的 Odds ratio。第 7、8 列则报告的是 OLS 对两个地区的估计结果。

表 2    当地企业就业份额与农民外出的关系：基于当地平均受教育水平的分组回归

（1） （2） （3） （4） （5） （6） （7） （8）

估计 Logit Logit Mlogit Mlogit OLS OLS

变量 外出就业 外出就业 外出就业 当地非农 外出就业 当地非农 外出就业 外出就业

教育水平 高教育 低教育 高教育 高教育 低教育 低教育 高教育 低教育

当地企业就业份额 −0.2815*** −0.2093*** 0.0810*** 3.3847*** 0.1920***
1.4045 −0.3573*** −0.2043***

（0.0400） （0.0685） （0.0415） （1.2302） （0.1141） （0.8160） （0.0470） （0.0715）

性别 0.0781*** 0.1038*** 3.6135*** 3.0711*** 3.0170*** 3.6312*** 0.0986*** 0.1242***

（0.0055） （0.0070） （0.2587） （0.1814） （0.1878） （0.2735） （0.0068） （0.0080）

结婚 −0.0625*** −0.1052*** 0.5111***
0.9385 0.4741***

1.0956 −0.1097*** −0.1173***

（0.0126） （0.0142） （0.0602） （0.1107） （0.0450） （0.1384） （0.0135） （0.0135）

年龄 0.0024 0.0151*** 1.0567** 1.0925*** 1.1800*** 1.2435*** −0.0046*
−0.0007

（0.0021） （0.0026） （0.0278） （0.0243） （0.0273） （0.0315） （0.0026） （0.0027）

年龄的平方 −0.0001*** −0.0003*** 0.9985*** 0.9989*** 0.9968*** 0.9973***
−0.0000 −0.0001***

（0.0000） （0.0000） （0.0003） （0.0003） （0.0003） （0.0003） （0.0000） （0.0000）

教育年限 0.0022*
0.0024 1.0830*** 1.1735*** 1.0564*** 1.1837***

0.0013 0.0011

（0.0013） （0.0014） （0.0177） （0.0149） （0.0134） （0.0161） （0.0015） （0.0016）

田地面积 −0.0007 −0.0011 0.9889 0.9967 0.9911 1.0030 −0.0010 −0.0009

（0.0010） （0.0011） （0.0127） （0.0097） （0.0091） （0.0097） （0.0011） （0.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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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显著可见，相比低教育地区，高教育地区 Logit 估计的当地企业就业份额对外出就业的

阻碍作用的边际效应更大。OLS 和 Mlogit 估计也得到了类似的结果。因此，对当地平均受教育

水平较高的地区，当地企业的就业份额对外出就业的抑制作用更强，而对农民选择当地就业的

促进作用更强。而对当地平均受教育水平较低的地区，当地企业的就业份额对农民外出就业的

抑制作用较弱，而对农民选择当地就业的促进作业也较弱。这说明，平均受教育程度可以增强当

地企业的就业份额对农民外出就业的抑制作用，同时增强其对农民选择当地就业的促进作用。

那么为何会有这种效果呢？表 3 的估计结果可能会揭示部分答案。表 3 报告了当地平均受

教育程度与当地企业就业的关系。第一、二列估计了平均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对当地企业就业份

额的影响。第一列只增加了省际虚拟变量作为控制变量，第二列增加了社区层面的控制变量：离

县城的距离、通电话的时间和当地人口规模。增加社区层面的控制变量后，平均受教育程度提高

会增加当地企业就业份额的估计并没有受到影响，估计结果比较稳健。①第三、四列估计了平均

受教育程度的增加对当地就业的工资的影响。第三列只控制了个人层面的控制变量，第四列还

控制了社区层面的变量。可以看到，当地平均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会提升当地就业的工资水平。

续表 2  当地企业就业份额与农民外出的关系：基于当地平均受教育水平的分组回归

（1） （2） （3） （4） （5） （6） （7） （8）

家庭人口规模 0.0033 0.0136***
1.0302 0.9523* 1.0939*** 0.8533***

0.0031 0.0124***

（0.0024） （0.0027） （0.0315） （0.0246） （0.0258） （0.0240） （0.0030） （0.0030）

家庭财产 −0.0078*** −0.0154** 0.9174*** 1.0432** 0.9041* 1.1210** −0.0094*** −0.0145**

（0.0021） （0.0061） （0.0248） （0.0181） （0.0484） （0.0518） （0.0023） （0.0062）

离县城的距离 0.0000 0.0003*
0.9973 0.9891***

1.0023 0.9987 0.0000 0.0004*

（0.0002） （0.0002） （0.0021） （0.0021） （0.0016） （0.0019） （0.0002） （0.0002）

人口规模 0.0048 −0.0008 1.1403** 1.2126***
1.0180 1.1101*

0.0056 −0.0023

（0.0052） （0.0067） （0.0761） （0.0616） （0.0593） （0.0649） （0.0063） （0.0073）

通电话的时间 −0.0219 −0.0103 0.7339 0.7189 0.9257 1.2041 −0.0243 −0.0088

（0.0345） （0.0148） （0.2670） （0.2240） （0.1123） （0.1898） （0.0382） （0.0156）

农业就业份额 −0.1458*** −0.2155*** 0.0607*** 0.0432*** 0.1096*** 0.1587*** −0.2287*** −0.2590***

（0.0348） （0.0400） （0.0270） （0.0160） （0.0381） （0.0654） （0.0445） （0.0463）

截距项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省际虚拟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拟）R 方 0.192 0.192 0.191 0.190 0.1507 0.1718

观察值 9，833 9，772 9，833 9，833 9，772 9，772 9，833 9，772

　　注：Logit 报告的是边际效应，Mlogit 报告的是 Odds Ratio。而且 Logit 和 Mlogit 只报告拟 R 方值。括号内是估计的标准差，***显

著性水平为 1%，**显著性水平为 5%，*显著性水平为 10%。下同。

表 3    当地平均受教育程度与当地企业就业份额的关系：OLS 估计

（1） （2） （3） （4）

变量 当地企业就业份额 当地企业就业份额 当地就业工资 当地就业工资

平均受教育程度 0.0325*** 0.0308*** 0.1057*** 0.0759**

（0.0010） （0.0010） （0.0308） （0.0371）

离县城的距离 0.0000 −0.0048***

（0.0000） （0.0012）

  2018 年第 9 期

① 由于当地企业的就业份额是社区层面的变量，所以不需要控制个人层面的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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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3 总结可见，当地平均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会提升当地企业的就业份额，究其原因可能

与其能够提高当地就业的工资有关。

（二）农民工社会网络和当地平均受教育程度对当地农民就业选择的影响。上述分析表明通

过当地企业就业这个途径，提高当地平均受教育程度可能会抑制农民外出就业。但是考虑到中

国农民工外出就业具有很强的社会网络特性（Zhao，2003），而教育直接与社会网络的质量有关

联。所以要全面考察当地平均受教育程度对农民外出就业的影响，我们必须考察当地平均受教

育水平与农民工社会网络的互动。

我们遵循 Zhao（2003）对社会网络的定义方法，将同一村庄内 2002 年之前有过外出就业经历

的人数占全村劳动力的比重作为农民工社会网络的度量。①

限于篇幅，文章余下部分，我们只报告了关键变量的结果。表 4 估计了不同受教育水平的地

区，农民工社会网络对外出就业和外出就业的工资的影响。其中第 1、2 列报告的是高教育和低

教育地区农民工社会网络对外出就业的 Logit 估计的边际效应，第 3、4 列报告的是高教育和低教

育地区农民工社会网络对外出就业的 OLS 估计。第 5、6 列报告的是高教育和低教育地区的农民

工社会网络对外出工资的 OLS 估计。可以看到，以 Logit 估计为例，农民工社会网络每提高 1 个

单位，高教育地区农民外出就业的概率增加 0.15 个单位，而低教育地区只增加 0.12 个单位。因

此，在高教育地区，农民工社会网络对农民工外出就业的工资的促进作用也更强了。

这说明，当地平均受教育水平越高的地区，农民工社会网络对农民外出就业的促进作用更

强。其原因之一在于当地平均受教育水平越高，当地农民工的社会网络对当地农民外出就业的

帮助越大，显著的一个表现是提高了农民工外出就业的工资。

由上分析可见，当地平均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对当地农民外出就业的作用并不确定，最终的

综合效果依赖于当地企业的发展水平和当地农民工社会网络的大小。

续表 3  当地平均受教育程度与当地企业就业份额的关系：OLS 估计

（1） （2） （3） （4）

变量 当地企业就业份额 当地企业就业份额 当地就业工资 当地就业工资

通电话的时间 −0.0054*** −0.1724***

（0.0005） （0.0160）

人口规模（对数） −0.0019*
−0.0289

（0.0010） （0.0365）

男性 0.4092*** 0.5727***

（0.0353） （0.0419）

年龄 0.0923*** 0.0992***

（0.0095） （0.0114）

年龄平方 −0.0012*** −0.0014***

（0.0001） （0.0001）

个人受教育程度 0.0205*** 0.0195**

（0.0074） （0.0086）

截距项 是 是 是 是

省际虚拟变量 是 是 是 是

R 方 0.4350 0.4395 0.1241 0.1553

观测值 19 782 19 605 19 782 16 197

谭华清、周    羿、赵    波、魏    旭：教育对城乡劳动力转移的影响及其机制

① Zhao（2003）定义村庄内有过外出经历的人数作为农民工社会网络的度量，如果采用 Zhao（2003）的度量不改变我们的研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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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总效应。由于当地平均受教育程度对当地农民外出就业的影响存在两种相反的作用

力，所以最终的综合影响取决于当地就业环境和当地农民工网络的强弱。表 5 报告了平均受教

育 程 度 对 农 民 就 业 选 择 的 综 合 影 响 。 可 以 看 到 ， 不 管 是 Logit（ 第 1 列 ） ， OLS（ 第 2 列 ） 还 是

Mlogit（第 3、4 列），农民工社会网络越大的地区，平均受教育程度对农民外出就业的正向作用要

大于农民工社会网络较小的地区。类似地，对当地企业就业份额较大的地区，平均受教育程度的

提高对农民外出的负向作用要大于当地企业就业份额较小的地区。

五、稳健性检验

（一）工具变量方法。为了减轻可能存在的遗漏变量或内生性问题，我们在回归方程中加入

了社区特征等控制变量，尽管如此，遗漏变量或内生性问题可能依然存在。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表 4    农民工社会网络与农民外出的关系：基于当地平均受教育水平的分组回归

（1） （2） （3） （4） （5） （6）

估计 Logit Logit OLS OLS OLS OLS

变量 外出就业 外出就业 外出就业 外出就业 外出工资 外出工资

教育水平 高教育地区 低教育地区 高教育地区 低教育地区 高教育地区 低教育地区

农民工社会网络 0.1497*** 0.1220*** 0.2149*** 0.1979*** 1.3225*** 0.6985***

（0.0209） （0.0211） （0.0301） （0.0250） （0.2076） （0.1079）

个人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家庭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社区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省级虚拟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R 方 0.195 0.198 0.1542 0.1785 0.1169 0.1134

观测值 9 882 9 900 9 882 9 900 9 882 9 900
　　注：Logit 估计报告的是边际效应。个人控制变量对应反映个人特征的有：性别，年龄，婚姻，受教育程度变量，家庭控制变量包括

责任田面积，家庭规模和家庭财富，社区控制变量包括距离县城的距离，通电话的时间，人口数目和当地农业就业份额。下同。

表 5    当地平均受教育程度对农民就业选择的综合影响

（1） （2） （3） （4）

估计 Logit OLS Mlogit

变量 外出就业 外出就业 外出就业 当地非农

平均受教育程度 0.0041 0.0032 1.0094 0.8619***

（0.0041） （0.0049） （0.0426） （0.0353）

平均受教育程度#社会网络 0.0178*** 0.0261*** 1.1830*** 0.9519**

（0.0018） （0.0024） （0.0224） （0.0199）

平均受教育程度#当地企业就业份额 −0.0150*** −0.0157*** 0.9132*** 1.0766***

（0.0022） （0.0021） （0.0219） （0.0159）

个人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家庭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社区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省级虚拟变量 是 是 是 是

R 方 0.167 0.163 0.199 −

观察值 19 782 19 782 19 782 19 782
　　注：平均受教育程度#当地企业就业份额是平均受教育年限与当地企业就业份额的交乘项。平均受教育程度#社会网络是当地平

均受教育年限与当地农民工社会网络的交乘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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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用工具变量的方法对基本回归模型作重新估计。

我们应当找到一个既与当地受教育水平高度相关同时又与农民的就业选择无关的变量。

我们用村庄离最近完小的距离作为平均受教育程度的工具变量。一个地区离完小的距离越近则

更多的人更方便完成小学六年教育，为以后初高中教育打下基础，因此可以推测，距离越近，当地

平均受教育程度越高（见表 7）。而且由表 6 可见，有完小的村庄在地理因素上并没有比没有完小

的村庄有显著优势；相反，没有完小的村庄在某些重要特征上比有完小的村庄还有优势，比如没

有完小的村庄离县城的距离更近，人均收入更高。不过，我们注意到，有完小的村庄的人口数量，

劳动人口规模，耕地面积都显著高于没有完小的村庄，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完小的设置与人口数

量有关。而人口数量的多少跟平均受教育程度的关系比较间接，所以可以认为，对当地是否外出

而言，完小的设置是相对外生的。

我们首先报告第一阶段的回归结果（见表 7）。由表 7 面板 A 可见，离最近完小的距离这个

变量和当地的平均受教育程度显著负相关，距离最近完小越远，该地区的平均受教育程度越低。

所以不存在弱工具变量问题。面板 B 的简约式回归则表明，控制了“平均受教育程度”之后，“距

离完小”这一变量与农民的外出决策无关，

表 6    村庄是否有完小的相关特征的差异性

类型 变量 有完小（63.58%） 无完小（36.42%） 差异

地理因素 地形 1.69 1.75 −0.053

城郊 1.92 1.91 0.0133

县城距离 25.25 22.50 −2.74**

乡镇距离 5.09 4.77 0.32

车站距离 5.54 5.30 0.24

经济发展水平 人口数量 2 109.61 1 291.99 817.62***

劳动人口 1 046.88 673.03 373.845***

人均收入 2 339.10 2 653.42 −314.319***

耕种面积 4 046.297 2 693.104 1 353.19***

是否有社队企业 1.481 1.438 0.043

　　注：***表示显著性水平为 1%，**表示显著性水平为 5%，*表示显著性水平为 10%。

表 7    工具变量法：第一阶段回归结果

（1） （2） （3）

面板 A 第一阶段 OLS OLS OLS

变量 平均教育 平均教育 平均教育

距离完小 −0.0162*** −0.0137*** −0.0098***

（0.003） （0.003） （0.002）

个人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家庭控制变量 否 是 是

社区控制变量 否 否 是

省际虚拟变量 是 是 是

R 方 0.581 0.599 0.650

F 值 1 055 990 1 082

观测值 19 269 19 269 19 269

面板 B：简约式 （1） （2） （3）

谭华清、周    羿、赵    波、魏    旭：教育对城乡劳动力转移的影响及其机制

•  75  •



表 8 展示了第二阶段的回归结果。其中第一列报告了 OLS 的估计结果，第 2 列报告了 Logit

估计的边际效应，第（3）和（4）列报告了 Mlogit 估计的 Odds Ratio。第二阶段的回归结果和表 5 的估

计结果一致：总体来看，平均受教育程度对外出就业的影响受当地企业就业份额和当地农民工社

会网络的大小的影响。当地农民工社会网络越大，则平均受教育程度对农民外出就业的正向影响

越大；当地企业的就业份额越大，则平均受教育程度对农民选择当地非农就业的正向影响越大。

（二）CHIPS2013。本文的基本逻辑在于，农村地区的平均受教育程度对农民工外出具有两方

面作用的力量。一方面，通过提高当地企业就业份额抑制了当地农民的外出就业；另一方面，通

过增强农民工社会网络的作用促进了当地居民的外出就业。上述分析都是基于 CHIPS2002 数据

研 究 所 得 。 由 于 CHIPS2013 是 2016 年 5 月 份 公 布 ， 公 布 时 间 较 晚 而 且 相 比 CHIPS2002，

CHIPS2013 数据缺少了对村级层面信息的采集。所以本文仍然以 CHIPS2002 农村住户调查数据

为基准，以 CHIPS2013 农村住户调查数据作为稳健性检验。

续表 7  工具变量法：第一阶段回归结果

（1） （2） （3）

面板 B 第一阶段 OLS OLS OLS

变量 外出就业 外出就业 外出就业

距离完小 0.0009 0.0011 −0.0006

（0.002） （0.002） （0.002）

平均教育 是 是 是

个人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家庭控制变量 否 是 是

社区控制变量 否 否 是

R 方 0.155 0.157 0.159

F 值 130.61 119.25 107.21

观测值 19 269 19 269 19 269

表 8    当地平均受教育程度对农民就业选择的综合影响：2SLS

 （1） （2） （3） （4）

估计 OLS Logit Mlogit

变量 外出就业 外出就业 外出就业 当地非农

平均受教育程度 0.1676** 0.1907*** 5.3591**
0.8953

（0.078） （0.065） （3.608） （0.568）

平均受教育程度#社会网络 0.0266*** 0.0182*** 1.1877*** 0.9533**

（0.002） （0.002） （0.023） （0.020）

平均受教育程度#当地企业就业份额 −0.0119*** −0.0112*** 0.9495* 1.0897***

（0.003） （0.003） （0.028） （0.024）

个人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家庭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社区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省际虚拟变量 是 是 是 是

（拟）R 方 0.168 0.197 0.204

观测值 19 269 19 269 19 269 19 269
　　注：平均受教育程度#当地企业就业份额是平均受教育年限与当地企业就业份额的交乘项。平均受教育程度#社会网络是当地平

均受教育年限与当地农民工社会网络的交乘项。其他控制变量和表 5 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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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概括了当地平均受教育程度与当地企业就业份额的互动对外出就业的影响。基于当地

平均受教育程度分组，第 1、2 列报告了当地企业就业份额对外出就业影响的 Logit 估计的边际效

应。可以看到，高教育地区的当地企业的就业份额对外出就业的抑制作用更加明显。第 3、4 列

用 OLS 分别估计了平均受教育程度对当地企业的就业份额和当地企业就业工资的影响。与

CHIP2002 的估计结果类似，当地平均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会提升当地企业就业份额，同时也会增

加当地就业的工资，从而提高农民选择当地就业的吸引力，由此抑制农民外出就业。

接下来，我们考察当地平均受教育水平提高对农民外出的第二个作用，即通过增强社会网

络的作用提高农民外出就业的概率。表 10 报告了基于当地平均受教育程度分组，农民工社会网

络对外出就业概率和外出工资的影响。可以看到，不论是 Logit 估计（第 1、2 列）还是 OLS 估计

（第 3、4 列），对高教育地区，农民工社会网络对农民外出就业概率的提高更大，外出工资的提高

更加明显。

因此，综合表 9 和表 10 的结果可见，在 CHIPS2013 中，我们也看到了当地平均受教育程度的

提高会通过两个机制来影响农民外出，一个是抑制作用，一个是促进作用。抑制作用主要体现在

提高当地企业的发展，提高当地就业的工资；促进作用主要通过增强当地农民工社会网络的作

用进而促进农民外出就业。①

表 9    当地平均受教育程度与当地企业就业的互动对外出就业的影响：CHIP2013

（1） （2） （3） （4）

估计 Logit Logit OLS OLS

变量
外出就业 外出就业 当地企业就业份额 当地就业工资

高教育地区 低教育地区

当地企业就业份额 −0.7972*** −0.6440***

（0.0679） （0.1175）

平均教育 0.0964*** 0.1385***

（0.0015） （0.0416）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省际虚拟变量 是 是 是 是

R 方 0.222 0.233 0.486 0.264

观测值 8 088 9 343 21 407 6 065
　　注：控制变量对应反映个人特征的有：性别，年龄，婚姻，受教育程度等变量，也包括家庭田地面积，家庭收入等家庭层面的控制变

量，还包括当地人口规模等社区层面的控制变量。下同。

表 10    农民工社会网络与农民外出的关系：CHIP2013

（1） （2） （3） （4）

估计 Logit Logit OLS OLS

变量
外出就业 外出就业 外出工资 外出工资

高教育地区 低教育地区 高教育地区 低教育地区

农民工社会网络 1.7716***
0.7945 3.1362***

0.4652
（0.2611） （0.4920） （0.6576） （0.3830）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省际虚拟变量 是 是 是 是

R 方 0.221 0.194 0.220 0.2023

观测值 8 088 9 343 2 488 3 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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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结　论

本文使用了 CHIPS2002 年和 CHIPS2013 年农村住户调查数据讨论了教育对城乡劳动力转

移的外部效应。我们发现，当地平均受教育程度对当地农民外出就业存在两种相反的作用力。

一方面，当地平均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会促进当地企业的发展，主要表现为提高当地企业的就业

份额和提高当地就业的工资，这会抑制当地农民外出就业。另一方面，平均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会

增强当地农民工社会网络对农民外出就业的促进作用，主要表现为提高外出务工人员的工资水

平。所以，当地平均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对农民外出就业的综合影响依赖于当地企业的发展情况

和农民工社会网络的大小。为了控制内生性问题，我们采用了工具变量的方法，既采用离“完

小”的距离作为当地平均受教育程度的工具变量。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的结果同样表明，当

地平均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对农民外出就业的综合影响依赖于当地企业的发展水平和农民工社

会网络的大小或强弱。最后本文还用最新公布的 CHIPS2013 数据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进一步的

稳健性检验。基于 CHIPS2013 数据的分析结果表明，平均受教育程度对农民外出就业的影响的

确存在两种相反的作用力。其政策含义为：农村地区的发展政策可能也要因地制宜。对当地企

业发达或有潜力发展乡镇企业的地区，可能提高农村教育和相关技能培训，鼓励农民回乡创业

更好；而对其他地区，则可以完善农村社会网络，增强乡民联系，以更好地促进农民外出。

本文丰富了教育的外部性在影响城乡劳动力流动中所扮演的作用。本文找到的两个相反

的作用机制−当地企业发展情况和农民工社会网络可能是多个机制中的一部分，未来探讨教育

外部性的其他作用机制还将是一个有意义的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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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The rural-urban migration is a key factor in shaping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great
growth. Recently China has been facing the slowing down of growth of labor force from rural areas, so how to
promote the labor rural-urban migration is a new challenge for China.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external effect
of rural local education on the migration of rural labors and its mechanisms, and uses the local average educa-
tion as the proxy of the external effect of education. In fact, we think that the external effect of rural local edu-
cation has two opposite directions on the rural-urban migration. On the one hand, entrepreneurship is more act-
ive in regions with higher education. It implies that the community-level education can promote the develop-
ment of local business, which will increase the availability of local non-agricultural jobs. Therefore, the local
effects of education on the rural-urban migration could be negative, especially in regions with vigorous local
business. On the other hand, individuals with higher education in a network usually have more resources, such
as higher incomes to provide temporary accommodations and lending or higher abilities of collecting job in-
formation. Therefore, we can expect a positive effect of average education on the migration for regions with
stronger local migrant networks. With the data from the China Household Income Project Survey (CHIP2002
& CHIP2013), the empirical findings support our hypothesis. We find that the local education endowment in-
deed has two opposite roles in the migration. First, the increase of local education endowment can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local enterprises, which will hinder the rural-urban migration. However, the increase of local
education can strengthen the positive effect of the migrant’s networks on the migration, so the aggregate effect
of local community education on the migration will depend on the development of local development of enter-
prises and the migrant’s networks. Finally, our results are robust with the support of the instrumental variable
method. The policy implications are apparent. For areas with potential to develop the local non-farm economy,
local governments should import more investment by strengthening local education; while for other rural
areas, cultivating local migrant social networks can enhance the role of local education in promoting the migra-
tion.

Key words:  rural-urban migration； external effect of education； local enterprise； social net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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